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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彭宇案”以来，道德滑坡现象一直存在，国家为改善社会风气，先后在《民法总则》《民法典》中

规定了紧急救助行为的免责制度。但该规定过于笼统模糊，在司法适用中还存在一些问题。《民法典》

184条对紧急救助行为的概念、性质未作明确的界定；救助人的免责范围过于宽泛；事后的保障制度尚

不完善。面对这些问题，应通过加强立法，出台相关司法解释，明确行为概念及性质以便更好对其做出

认定；公平分配双方的权利义务，实现社会平等；建立健全奖励与保护双机制，鼓励见义勇为，弘扬社

会正气的同时，保障双方的基本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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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Peng Yu case”, the phenomenon of moral decline has always existed.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social atmosphere, the state has stipulated the exemption system for emergency relief behavior 
in the General Provisions of the Civil Law and the Civil Code. However, the regulation is too general 
and vague, and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in the judicial application. Article 184 of the Civil Code 
does not clearly define the concept and nature of emergency relief; the scope of relief is too broad; 
the guarantee system is not perfect. In the face of these problems, we should strengthen legislation, 
issue relevant judicial interpretations, clarify the concept and nature of behavior in order to better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ds
https://doi.org/10.12677/ds.2024.1012506
https://doi.org/10.12677/ds.2024.1012506
https://www.hanspub.org/


雷永超 
 

 

DOI: 10.12677/ds.2024.1012506 276 争议解决 
 

identify them; fairly distribute the rights and obligations of both parties, and realize social equality; 
establish and improve the double mechanism of reward and protection, to encourage good deeds, 
promote social integrity, and protect the basic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both par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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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06 年的“彭宇案”对我国良好的社会风气以及稳定的社会秩序都造成了极大影响。自那以后，整

个社会对那些需要帮助的人都不再是伸出援助之手，而是投去质疑的目光，即使有谁鼓起勇气帮助了他

人也要担心是否会被讹诈。为了匡正社会风气，弘扬我国传统美德，2017 年的《民法总则》就规定了紧

急救助制度，在后来的《民法典》第一编中也延续了这一制度，第 184 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

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该规定正面回应了社会风气下行的问题，表明了国家

对见义勇为的支持，为弘扬社会正气发挥了积极的宣示作用。但该条规定表述的过于笼统模糊，在具体

的司法实践中还存在一些问题。 

2. 紧急救助免责条款的适用条件 

关于紧急救助行为在我国目前的法律规范中并无一个明确的概念，而在司法实践和学界中也经常将

其同“见义勇为”制度和无因管理联系在一起。综合司法实践中对紧急救助的认识以及学界对无因管理

与其关系的观点可知：紧急救助行为是指不具有相应救助义务的救助人在受助人面临急迫危险时，积极

主动地实施防止或制止受助人人身或财产利益遭受重大损害的利他行为。而紧急救助行为的免责条款的

适用则还需要满足以下条件。 

2.1. 主观条件 

救助者在实施紧急救助行为时主观上应满足自愿和以救助为目的两个条件。救助人实施的救助行为

应是出于自己内心意愿而未受到任何胁迫进行的，是在危急情况下基于自身良好道德品质而做出的，甚

至是下意识的不经思考的。紧急救助行为在产生法律关系前应将其看作一种道德行为。 
其次，实施救助行为时的目的在物质层面上应具有唯一性[1]。即救助行为的目的只是帮助受助人人

身免受迫害或是保护受助人财产权益。救助人在精神层面也可以有其他目的，如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受到他人尊重、获得社会认可等。人的行为都是有目的的，下意识的行为还是少的，而这种目的完全是

为了他人也不想现实。但这种目的中不能包含对自己有利的物质目的，也即在实施救助行为时只能是无

偿的。因为抱有救助后寻求补偿的目的，则会使双方之间产生债权关系，救助行为也就从道德行为变成

了法律上的合同之债。 

2.2. 客观条件 

客观条件应当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客观上存在救助行为；二是受助人客观上存在紧急情况需要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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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指出救助行为是指：为防止或制止他人的人身或者财产遭受损害而提供救援或者帮助的行为，但

依据合同义务或者负有法定职责的工作人员实施救助的除外[2]。救助行为应当是积极的作为，而不能是

消极的不作为。只有实施了积极的作为才有可能增加受助人因紧急情况外而受到的损害，而且消极的不

作为往往对受助人负有相应义务的人而言的，而现实中救助人通常为与受助人无关的第三人。 
紧急情况应指受助人面临着紧迫危险，若不及时采取措施会导致受助人人身或财产利益遭受重大损

害的状态。只有在这种紧迫危险下救助人实施救助行为时所造成的损害才可以免责。此时的救助人并无

太多的思考空间，其判断力和执行力都受到一定影响，其应承担的注意义务也应相应的降低。其次是对

紧急的认定，学界普遍达成了弃客观标准而采主观标准的观点。也即由救助人自主判断，而不是看客观

情况。而救助人对紧急情况的判断标准应以社会大众的普遍认知为准，并适当结合救助人自身的认知能

力。由救助人判断就可以使受助人及时得到帮助，而这样的标准也可避免救助人滥用免责规则。 

2.3. 救助人的主体资格 

救助人首先应该是自然人。因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的意思表示通常是通过法人机关、法定代表人来

体现。但实施紧急救助行为往往是在紧急情况下，需要自然人对情况当即做出判断并付诸行动，此等情

况下法定代表人很难在实施行动时想到法人，并以法人的意志去实行。所以，紧急救助行为的主体必须

为自然人。其次，该自然人只能是对救助受助人无法定义务或约定义务的陌生人。若救助人救助受助人

是以一定义务为前提，如：救助人为受助人的法定监护人；救助人与受助人之间存在关于救助的合同；

或者是受助人所面临的紧急情况是由救助人造成的。这些情况下救助人在救助过程中造成损害后不再适

用免责条款，因为此时造成的损害属于救助人应当承担的侵权责任。 

2.4. 损害结果与因果关系 

救助人虽然是抱着帮助受助人的目的，但救助人通常是未受过专业救助训练的普通人，在救助过程

中的行为往往是根据自己的生活常识做出的，在某些复杂情况下其实施的救助行为就有可能造成受助人

不应有的损害。这种损害必须是由救助人的救助行为引起的，因其他任何原因引起的都不能适用免责条

款，也即损害结果应与救助人的救助行为存在因果关系。 

3. 紧急救助制度中免责条款存在的问题 

3.1. 缺乏对紧急救助行为的概念与性质认定 

除《民法典》第 184 条规定相对笼统模糊，使得在理解与适用时容易出现偏差。首先对紧急救助行

为的概念规定不明。没有明确何为紧急情形，也即何种情形下救助人救助受助人时造成损害可以免责，

对紧急的认定又该以何种标准为限，又该以谁的视角来认定是否是紧急情形。这些问题不得到解决将会

使得在实践中适用免责条款变得困难无比，同时也会给予法官更多的司法裁量权，使得公平公正难以得

到维护。 
其次，对紧急救助行为的性质规定不明，这就导致在司法实践中各地对紧急救助行为的认识出现分

歧。如 2020 年 7 月 30 日出台的《湖南省现场救护条例》与 2020 年 9 月 13 日出台的《金华无偿施救规

定》这两个地方性条例，前者将紧急救助行为认定为现场救护，后者认定为无偿施救。两个规定都未准

确认识到紧急救助行为的性质，前者认定的范围过于狭窄将其仅看作是现场救护，后者范围又过大将其

等同于见义勇为。 

3.2. 免责范围不合理 

紧急救助行为的免责制度对救助人而言可谓是非常有利，因为《民法典》184 条中对救助人的免责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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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并没有做规定，这也就意味着救助人无论是因为意外还是重大过失造成的损害都可以免责。免责条款

的设立旨在鼓励见义勇为，重建良好社会风气，因而采用了彻底豁免的模式[3]，以此起到最大化的引导

与鼓励作用。但法律赋予救助人极大免责权利的同时，也过度限制了受助人的损害请求权，使受助人不

得不自我承受新增损害，导致了权益的失衡。尽管我们要鼓励好人好事，但是也不能够因此就忽略法律

的基本法理，不能够因为救助人实施的是善行，就认为他们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更要防止有可能发生

的披着救助行为的外衣，而去故意伤害的行为。 

3.3. 配套保障制度缺失 

首先，受助人的权益未得到有效的保障。在紧急救助行为中若救助人造成的损害大于受助人本来受

到的损害时，而受助人又无法向救助人请求赔偿。就会变相加重受助人的责任，在无法自我承担损害结

果的情况出现时，如何保障其基本生存的权利还有待解决。其次，对救助人的权益保障也不完善。《民

法典》183 条虽然规定了存在侵权人的情况下，则侵权人负责赔偿救助人，如果没有存在侵权人的情况，

或者是侵权人逃逸或侵权人没有赔偿能力，此时，受助人应当对救助人进行必要的补偿。而这种补偿又

是否足以弥补救助人受到的损害，受助人没有能力承担赔偿时又该怎么办？如何平衡好救助人与受助人

之间的利益保障关系，平等公平地保障双方的权益，还有赖于保障制度的规范化、系统化。 

4. 紧急救助制度免责条款的完善 

4.1. 明确紧急救助行为的概念与性质 

“紧急”既是对受助人状态的描述，也是对救助人免责的限制。“紧急”是指受助人处于比较重大

和急迫的危难状况，且自身难以消除这种状况的情形。常见者如正在遭受暴力侵害的受害人，生命或财

产安全遭受严重威胁的人等。受助人处于非紧急、非重大状况下救助人实施救助行为的不应认定为紧急

救助，若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相应责任。在非紧急状态下干涉他人事务，并非法律所鼓励，而且也是对

他人生活的干涉。最重要的在于，在非紧急情况下，救助人有足够的时间与精力去预料可能发生的损害

结果，需要承担相应的注意义务。因此，非紧急状态下的救助行为不得适用免责条款。对紧急的认定，

学界普遍达成了弃客观标准而采主观标准的观点[4]。也即由救助人自主判断，而不是看客观情况，而救

助人对紧急情况的判断标准应以社会大众的普遍认知为准，并适当结合救助人自身的认知能力。 
紧急救助行为应当是一种特殊的无因管理。无因管理和紧急救助制度有着许多共同之处。首先，二

者都强调自愿性。紧急救助的救助人和无因管理的管理人，都是出于自愿实施的救助和管理行为，不存

在法定义务或约定义务。第三，都具有利他性。二者实施行为的目的都是为了他人的利益，而不是为了

自身的利益。从比较法上看，王泽鉴先生认为，无因管理制度之所以被法律认可“干预”他人事物，原因

就在于“唯人之相处，贵乎相助，见义勇为，乃人群共谋社会生活之道”[5]。《日本民法典》第 698 条

《德国民法典》第 680 条都将见义勇为纳入紧急无因管理中[6]。 

4.2. 重大过失不应免责 

在紧急救助行为中应当区分救助人造成的损害是否存在过错，对于因重大过失造成的损害不应免责。

对一般过失的认定，主要是以普通人的一般注意义务为限，只要尽到了一般注意义务，则可以认定为是

一般过失。对于重大过失的认定，主要是看救助人在实施紧急救助行为的过程中是否尽到了最基本的注

意义务。在紧急救助制度中应当参照适用正当防卫与紧急避险中关于比例原则的规定，使其免责范围也

限制在一般过失范围内达到是恰当且合理的，以此更好地实现善意与过错的分离，救助与保护的平衡。

崔建远也曾认为我国《民法总则》对于救助人在实施紧急救助行为时给受助人造成损害设定免责事由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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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是立法的进步，但这个步子迈得太大[7]。应当通过出台明确的司法解释，将免责情形限制在一般过失，

为司法判决提供直接的裁判依据，从根源上解决司法实践适用困难问题。 

4.3. 建立配套救济制度 

从维护社会稳定和人权保护的角度看，当受助人受到的人身损害无法得到有效赔偿而面临生活困境

时，政府应充分发挥社会服务职能，保障公民的基本生存权。当救助人因救助行为遭受人身或财产的重

大损失无法从侵权人方获得赔偿，或受助人的补偿不足以弥补损害时，国家应该承担起这部分责任。因

为救助者的救助行为维护了社会正义，发扬了见义勇为的传统美德，为国家稳定做出了积极贡献，国家

作为利益既得者，应当充分保障救助者的权益。 
构建完善的国家保障制度，应考虑由谁具体实施；保障范围如何设定；保障方式是什么等问题。一、

由民政部门负责具体事务。民政部门作为处理社会事务的国家机构，其职能就包括社会救助、社会福利。

同时，其长期负责相应工作，对有关事务更熟悉，能更准确的把握保障对象，保障范围以及保障方式。

救助者或受助者因救助行为受到的损害不能达到有效赔偿、补偿时，可向当地民政部门申请救济，民政

部门在其他部门的配合下，详细了解有关情况后，再做决定。二、由国家财政出资予以财产补偿。经有

关部门结合相关案例和保障范围对可能需要的资金进行细致评估，然后列入国家财政预算，对各级民政

部门设立专项财政拨款。三、保障范围应从三个方面进行规范。第一，对受助者的人身权益应以保障其

基本生存能力为限度。国家有义务保障公民的基本生存权，基于国家财政与个人发展的考虑，国家只能

保证公民的基本生活，对于一日三餐之外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应由公民个人依靠双手去实现。第二，对

救助者的财产权益应给予适当补偿。这就要求救助者受到损害后积极向侵权人行使损害赔偿请求权及向

受助者寻求补偿请求权，避免其为图方便而直接向国家寻求救济，放弃应有权利，从而破坏原有追偿体

系。第三，对救助者的人身权益进行完全保障。人身损害往往具有紧急性，必须要优先保障救助者的身

体健康，避免因不及时的救助而造成不可挽回的身体损害。国家的充分保障是见义勇为者敢于施救的前

提与保障，同时也是弘扬社会正气，形成良好社会风尚的重要因素。 

5. 结语 

紧急救助条款的出台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大众因“彭宇案”等事件而产生的不敢扶，扶不起的不正观

念，对弘扬社会正气，发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在充分认可其积极作用的同时，还应

清醒认识到条文本身的局限性及其在司法适用中的混乱性。针对其存在的规定笼统、免责范围不合理、

缺乏配套救济制度等问题，只有通过加强立法，出台相应司法解释规范其构成要件，限缩免责范围；统

一司法，明确“自愿”“紧急”等主观词汇的含义，尊重法官自由心证的同时，限制其自由裁量权，最高

院公布指导案例，形成统一司法标准避免同案不同判。同时，国家与社会也应积极发挥作用，构建不同

维度的规范化、全面化的救济制度，充分保障受助人，救助人的相应权利。从而才能进一步营造良好社

会风气，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参考文献 
[1] 蒋永传, 陈浩林. 紧急救助制度的司法适用与理论反思[J].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40(5): 83-

89.  
[2] 李中原. 论民法上的救助行为——互助伦理的私法实践机制探析[J]. 学习与探索, 2014(3): 62-70.  

[3] 陈俊秀, 林雅洁. “好人免责条款”的规范阐释与司法适用——以《民法典》第 184 条为中心[J]. 福州大学学报(哲
学社会科学版), 2022, 36(3): 116-122.  

[4] 景光强. 《民法总则》中“好人免责条款”的评析与适用[J]. 法律适用, 2018(11): 72-79.  

https://doi.org/10.12677/ds.2024.1012506


雷永超 
 

 

DOI: 10.12677/ds.2024.1012506 280 争议解决 
 

[5] 王泽鉴. 债法原理[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6] 王毅纯. 民法总则中自愿紧急救助制度的理论逻辑与适用规则[J].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2017, 32(5): 29-38.  

[7] 崔建远. 我国《民法总则》的制度创新及历史意义[J]. 比较法研究, 2017, 31(3): 180-192.  

 

https://doi.org/10.12677/ds.2024.1012506

	紧急救助行为中的免责条款研究
	摘  要
	关键词
	Study on the Exemption Clause in the Emergency Rescue Behavior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紧急救助免责条款的适用条件
	2.1. 主观条件
	2.2. 客观条件
	2.3. 救助人的主体资格
	2.4. 损害结果与因果关系

	3. 紧急救助制度中免责条款存在的问题
	3.1. 缺乏对紧急救助行为的概念与性质认定
	3.2. 免责范围不合理
	3.3. 配套保障制度缺失

	4. 紧急救助制度免责条款的完善
	4.1. 明确紧急救助行为的概念与性质
	4.2. 重大过失不应免责
	4.3. 建立配套救济制度

	5. 结语
	参考文献

